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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台北市長選舉，兩位領先者票數非常接近，極大化了策略投票的誘

因，但第三名的候選人仍獲得頗高比例的得票，讓此次選舉有效候選人數成

為 24 年來新高。本研究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18 年台北市長選

舉面訪案(n=1130)，分析這個特殊個案中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為。研究結果發

現：（1）資料中大約有 9.9%的選民投給第二偏好。（2）選民策略投票與

否，取決於對第一偏好候選人的偏好程度高低，或者第一、第二偏好候選人

偏好程度的差異。當覺得第一、第二偏好差不多、或者第一偏好又不夠好時，

就越可能投給第二偏好（3）選民策略投票與否，與第一偏好當選機率無關，

完全取決於偏好程度本身。（4）在前兩點的作用下，姚文智支持者的策略

投票比例並沒有比另兩位候選人的支持者為高。即使支持者們大多知道姚文

智不會當選，但對姚文智的評價遠大於其他候選人，因此選擇誠實投票。而

無視當選機率、只取決對第一偏好的好惡的策略投票方式，本文認為更接近

策略投票中的抗議投票，希望透過轉移投票選擇來懲罰最佳偏好的候選人與

政黨，希望他們在未來改善表現。 

 

關鍵字：策略投票、2018台北市長選舉、姚文智、抗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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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Voting in the 2018 Taipei City Mayor Election 

 

Yeh-lih W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2018 Taipei City Mayor election, voters were highly motivated to consider 

voting strategically given the very close race between the two frontrunners. 

Surprisingly, the third-place candidate still received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votes in this election, which caused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candidates to reach a 

twenty-four-year high in Taipei City.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it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8A (n=1130) to investigate why voters chose to, 

and not to, vote strategical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about 9.9% of respondents 

voted the second-preferred candidate; (2) The decision to vote strategically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respondent’s approval of the most-preferred candidate and the 

difference of approval between the most- and second-preferred candidates. Voter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second-preferred candidate if the most-preferred 

candidate is not good enough,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st- and second-

preferred candidates is close. (3) The candidates’ perceived chance of winning has 

no impact on voter’s decision to vote strategically. (4) Owing to the two former 

factors, the tendency of strategic voting is similar across the supporters of the three 

major candidates. Yao’s supporters knew that Yao would lose but also thought Yao 

far better than the two frontrunners, so they voted sincerely anyway. When voters 

were motivated to vote strategically by their relative evaluations of candidates 

while neglecting the chance of winnings among them, the vote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protest vote” – they switched their vote choice to punish their most-preferred 

candidate so that the candidate would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trategic Voting, 2018 Taipei City Mayor Election, Pasuya Yao, Protest 

Voting 

 

 

 



4 

 

前言  

  本文策略投票（Strategic Voting）的定義，是選民在複數候選人的選舉中，不把票投

給自己最偏好的候選人（投給最佳偏好稱之為誠實投票 Sincere Voting），而是把票投給

自己第二支持的候選人，以避免最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或避免浪費選票（McKelvey and 

Ordeshook 1972）。當多數選民在單一選區選舉中出現這樣的心理機制時，在選區層次就

可以看到選民把選票集中給前兩名的候選人的現象（Cox 1994）。 

  但依照策略投票的學理邏輯，201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可視為一個極端的個案。在這

次選舉當中，尋求連任的無黨籍市長柯文哲獲得 41.05%的選票，國民黨市長候選人丁守

中獲得 40.82%，而第三名的民進黨市長候選人姚文智獲得 17.29%。1這個個案的特殊之處

有四： 

  第一，依照不浪費選票的邏輯，第三名姚文智的支持者有極高的動力進行策略投票。

本次選舉前兩名的競爭程度非常高，最後結果僅差 3,567 票，0.25%，因此姚文智的支持

者只要選擇策略投票，有極高的機率成為影響過半的關鍵選民（pivotal voter）而改變選

舉結果。因為僅有三位主要候選人，因此姚文智支持者只要選擇策略投票給比較不討厭的

另一位，就能降低最討厭的另外一位的當選機會，符合策略投票的必要條件。同時，姚文

智的支持者大多數也在選前就知道自己最偏好的姚文智沒有當選的機會。在之後本文會進

行統計分析的 2018 年九合一選舉面訪（臺北市）（後稱 TEDS2018A，黃紀 2018） ，最

喜歡姚文智的 110 位受訪者中，僅有 21 位覺得姚文智有可能勝選。在選票注定會浪費的

情況下，策略投票的預期效益會被極大化。 

                                                           
1另外還有兩位無黨籍候選人共獲得 0.84%，在本文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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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儘管如此，支持度第三名的民進黨籍候選人姚文智在選舉中獲得了 17.29%的

選票。而在 TEDS2018A 裡喜歡姚文智的 110 位受訪者中，也有 89 位投給姚文智。Cox

（1994）曾提出 SF Ratio來測量單一選區的選票分布狀況，在競爭越激烈的選區 SF Ratio

越接近 0，也就是第三名候選人除以第二名的候選人的得票比例趨近於 0，王鼎銘（2003）

也曾用此指標分析 2001 我國縣市長選舉。然而，使用 SF Ratio 計算，2018 年台北市長選

舉為 0.42，遠高於 Cox作為判別指標的 0.156，也高於王鼎銘分析 2001年縣市長選舉絕大

部分的選區。顯然很多選民並沒有被極高的策略投票成功率給動搖。過去研究中並沒有前

兩名差距如此之小，而同時第三名選票又如此之多的選舉，無論是我國著名的 1994 台北

市長選舉、2000 總統選舉、2001 嘉義縣長選舉等，都沒有如 2018 台北市長選舉如此的極

端。 

  第三，這場選舉對於台北市來說也是特殊個案。使用王業立（2019）的有效候選人數

（Effective Number of Candidates）計算公式，2018台北市長選舉的有效候選人數為 2.74。

如圖一所示，這個數字是台北市自從 1994 年選舉後再次大幅跳升，而且 2018年參選人數

為 5位，並沒有比前三屆 7、5、6為多，意味著本次選舉的競爭程度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

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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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歷年台北市長選舉有效候選人數。筆者自繪。 

 

  第四，根據 Eggers 與 Vivyan（2019）分析英國 2005 至 2015 的民調資料，年長者、

月收入較高者更傾向策略投票。而 2018年台北市民人均收入是各縣市最高，2且 2018年老

化指數是各縣市第 4。3台北市選民的社會經濟背景進一步提高了策略投票的可能，但最後

結果並不明顯。另一方面，本次台北市長選舉日，因為同日舉辦的公投案，導致選民大排

長龍，在法定投票時程結束後仍有大量的選民排隊，而部分投票所卻已經開始開票，新聞

也開始報導開票結果，於是出現「一邊開票、一邊投票」的情形。雖然台灣在法院判決上

有使用統計數字以及投票時間截止後的逐半小時分析，認為並沒有出現策略投票的現象，

4但這基於總體資料的計算，在推論到個體資料時可能產生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

                                                           
2 https://ngis.nat.gov.tw/statistic/7-2.htm 
3 
https://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107%E5%B9%B4%E7%AC%AC15%E9%80%B1%E5%85%A7%E6%94%BF%E
7%B5%B1%E8%A8%88%E9%80%9A%E5%A0%B1_%E9%AB%98%E9%BD%A1%E7%A4%BE%E6%9C%83.pdf 
4 林孟潔，《邊開邊投票致「棄姚保柯」？ 法院：看不出棄保效應》，聯合報，2019 年 5 月 10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3010/3805324 。楊佩琪，《全文重點／丁守中敗訴理由 法院：無法證明有棄

保效應》ETtoday 新聞雲，2019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510/1441295.htm 

https://ngis.nat.gov.tw/statistic/7-2.htm
https://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107%E5%B9%B4%E7%AC%AC15%E9%80%B1%E5%85%A7%E6%94%BF%E7%B5%B1%E8%A8%88%E9%80%9A%E5%A0%B1_%E9%AB%98%E9%BD%A1%E7%A4%BE%E6%9C%83.pdf
https://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107%E5%B9%B4%E7%AC%AC15%E9%80%B1%E5%85%A7%E6%94%BF%E7%B5%B1%E8%A8%88%E9%80%9A%E5%A0%B1_%E9%AB%98%E9%BD%A1%E7%A4%BE%E6%9C%83.pdf
https://udn.com/news/story/13010/3805324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510/14412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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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略投票的理論來看，假如選民在排隊時得到開票資訊，這些即時的開票資訊應該會進

一步強化策略投票的誘因。這些特殊之處皆使得 2018 年台北市長選舉成為測量我國選民

策略投票行為的重要個案。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使用選後民調來分析，同樣僅能就整體

台北市選民策略投票的狀況進行研究，而不能研究選舉日當時邊開邊投造成的額外影響。 

 

研究問題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二。第一，在 2018 台北市長選舉中，策略投票的情形是否普

遍？第二，依照策略投票的理論與此次台北市長選舉結果相較，民進黨籍候選人姚文智的

支持者應該最有策略投票的動機，那姚文智的支持者有比較傾向策略投票嗎？在本次選舉

中，哪些選民比較傾向策略投票？是否可以透過利益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的動

機來解釋策略投票的行為？ 

 

研究假設 

  誠如 Kselman 與 Niou（2010）所言，假如要解釋策略投票，我們需要回到一開始理

性選擇學派對於策略投票的解釋。選民在計算投票的預期效益時，不只會把各候選人的當

選機率納入考慮，同時會考慮各候選人給予選民的效益值之間的相對關係。 

  在策略投票理論中，最理想的情境，是第一偏好的候選人當選機率較低，而第二偏好

的候選人分數與第一名差不多，但是當選機率遠高於第一偏好。此時，為了避免最不喜歡

的第三偏好當選，選民會把票策略性地投給第二偏好，讓第二偏好的當選率增加，讓自己

選舉後的期望值增加。 



8 

 

  因此，在這裡的理性計算上，選民對各個候選人的相對偏好「程度」就會影響選民是

否執行策略投票。舉例來說，就算選民第二偏好的候選人有較高的當選機率，但假如選民

覺得第二偏好的候選人的政策立場，其實跟第三偏好的候選人差不多，而且跟第一偏好的

候選人有極大的差距時，那就算策略投票，預期效益也低，因此選民更可能在這種情況下

誠實投票，即使早就知道第一偏好的候選人毫無勝選機會。換言之，要解釋選民的策略投

票行為，需要同時考量選民主觀認知上三位候選人的當選機率，還需要知道選民對於三位

候選人的偏好程度，而不只是偏好排序。 

  過去對於我國策略投票的研究，總體資料無從得知個別選民對各候選人的預期當選機

率與相對偏好（王鼎銘 2003；張容慈 2016）。而使用個體資料的研究則僅將候選人的

偏好排序（Hsieh et al 1997; Niou and Paolino 2003）或者僅觀察有沒有投給最佳偏好（黃

秀端 2001），並沒有考慮選民對於各候選人的相對考量。相較之下，近年來針對加拿大

或英國的策略投票研究，已經大多同時考量對各候選人的偏好程度以及當選機率

（Abramson et al 2010; Alvarez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將能補充我國現有對於策略投票

研究的相關討論。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列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當選民覺得第二偏好當選機率較第一偏好的候選人高時，較可能會策略投票。 

  假設二，當選民對第二偏好的候選人的偏好程度與第一偏好候選人相近時，平均而言

更可能會策略投票。 

  假設三，當選民覺得第二偏好當選機率較第一偏好的候選人高，而且第二偏好的候選

人的偏好程度與第一偏好候選人相近時，平均而言更可能會策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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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18 年台北市長選舉選後面訪問卷

（TEDS2018A），樣本數總共為 1130份，執行時間為 2019年 1月 19日至 5月 26日，執

行單位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 

  投票選擇：在 TEDS2018A 中，題號 B3 問了台北市選民在 2018 年選舉投給哪一位候

選人，其中 363位(39.8%)投給丁守中、409位(44.8%)投給柯文哲，128位(14.1%)投給姚文

智，剩下 11 位(1.1%)投給兩位無黨候選人，本文忽略不計。對照實際投票結果，中選會

公告之台北市長選舉中三位候選人的支持率分別為 40.8%、41.1%、以及 17.3%。在這樣

的選後問卷中，勝選方的選民有較高的意願接受訪問，而落敗方的選民意願較低。換言之，

這份問卷可能稍微低估了實際上有進行策略投票的選民。 

  投票偏好：在偏好測量上，過去文獻使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分別詢問受試者「原

本最想投」以及「最不希望當選」的候選人分別為何，據此排出三位候選人的偏好順序

（Hsieh et al 1997; Niou and Paolino 2003）。第二種則是分別請受試者給三位候選人評分，

然後依據評分來排名高低順序。TEDS2018A 中兩類型的題目都有，但本文採用第二種方

式來排序選民心中的候選人偏好。使用第二種排序的理由有三。第一，在後續資料分析中，

我們需要進一步觀察偏好差距的程度來解釋策略投票，因此使用第二種排序方式將具有延

續性。第二，在問卷設計上，「原本最想投」的詢問方式沒有確定的時間點，因此我們不

知道受訪者在回答這題時的偏好到底是已經策略投票計算過後、還是計算之前。舉例來說，

可能一位最喜歡姚文智的受訪者，原本覺得姚文智當選無望，因此在競選開始之初就打算

投給有機會當選連任的柯文哲。但到選舉前一天，這位受訪者受了選戰策略的影響，決定

投給另外一位沒有當選希望、但在政見發表會上推銷蜂蜜檸檬的候選人。對於這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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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原本最想投」的指涉就並不清楚。第三，也因此在 TEDS2018A 中，假如我們把

兩種測量方式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結果一致的比例並不高。在兩種題目都回答完整的受試

者中，僅有 75.9%的受試者（303中的 230人）在兩種偏好排序方式上是一致的。 

 當然，使用分數作為偏好排序並非毫無缺點，當遇到受試者給其中兩位相同的分數

時，則無法按照策略投票理論的假定來進行排序（Kselman and Niou 2010）。在

TEDS2018A 中，受訪者對三位候選人的偏好分數都不同、因此得以排序的人數為 567 人，

佔全體受訪者的 50.1%、佔投給三位候選人的受訪者的 63%，形成本文的推論限制。值得

注意的是，就算使用前述最想與最不想當選的測量方式，能完整排出偏好的受訪者也僅有

511人，樣本數更少。 

  本文使用 TEDS2018A中題目 L2f、L2h、L2i請民眾針對三位候選人 0~10分的評價。

這個評價分數包含了對三位候選人整體表現的綜合判斷，因此也可能包括了選民的政黨認

同、過去的投票選擇等。表二呈現了 TEDS2018A 中選民對於各種偏好排序以及平均評分

的分布，偏好排序方式為依照受試者對三位候選人的評分分數高低來進行排列。在沒有分

數雷同的情況下共有 567位樣本。 

表二、TEDS2018A選民對三位候選人的偏好排序與平均分數 

偏好排序 偏好分數平均值 人數 

丁 > 柯 > 姚 7.1 > 4.7 > 2.3 140 

丁 > 姚 > 柯 6.7 > 3.9 > 1.8 66 

柯 > 丁 > 姚 7.2 > 4.7 > 2.6 169 

柯 > 姚 > 丁 7.0 > 3.9 > 1.8 111 

姚 > 丁 > 柯 6.3 > 3.4 > 1.5 35 

姚 > 柯 > 丁 6.8 > 4.4 > 2.0 46 

 

  策略投票：在確定投票選擇與投票偏好之後，本文定義的策略投票為投給第二偏好、

而非投給第一偏好的受訪者。在策略投票的定義上，論者或認為必須把 McKelvey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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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shook （1972）的原始定義給放進操作型定義中，也就是本來就需要同時考量勝選機

率以及偏好。但這個定義本身就包含了從形式模型推導出來的理論，而本文使用 2018 台

北市長選舉作為研究對象是為了驗證這個理論。在後來針對策略投票的實證研究中，也大

多數是將策略投票操作化為投給第二偏好，然後再驗證這種投票行為是否可以被選民的偏

好計算、或是社經背景來解釋（Abramson et al 2010）。因此，本文把受訪者中投給第二

偏好、而非第一偏好的受試者視為是策略投票，再觀察是否可以用偏好程度差異、以及用

勝選機率來解釋投票選擇。 

  當選機率：在 TEDS2018A 中，並未如 Abramson 等人（2010）在英國選舉研究問卷

中一樣請民眾估計每一位候選人的當選機率。問卷題目 B3f僅有詢問民眾預期哪一位候選

人最可能當選。然而，假如受訪者回答第二偏好的人最可能當選，而非第一偏好時，我們

可以推估該位選民具有較高的策略投票的意願。因此，本研究創造一個二分變數，假如受

訪者覺得最偏好的候選人沒有勝率最高為 1，反之假如選民覺得最愛的候選人最可能當選

則為 0。根據假設一，這個二分變數跟策略投票應該呈正相關。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測

量方式並非理想，因此可能低估當選機率對策略投票造成的影響。 

   

資料分析 

候選人偏好與策略投票 

  表三將表二進一步依照投票選擇來細分。在有投票並完整回答問卷的 567受訪者中，

共有 426位受訪者選擇第一偏好，47位受訪者選擇第二偏好，在前兩偏好的選民中選擇第

二偏好的比例為 9.9%。假如我們依照第一偏好來區分，最喜歡丁守中的選民有 8 位投第

二偏好(4.7%)，最喜歡柯文哲的選民有 33 位投第二偏好(14.4%)，而最喜歡姚文智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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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 位投第二偏好(8.3%)。卡方檢定顯示三位候選人支持者的投票行為有顯著差異(p = 

0.004)。光從這結果來看，姚文智的支持者並未有比較顯著的策略投票行為，反而是柯文

哲支持者中把丁守中排名第二的，在選舉時更傾向投給丁守中。 

表三、TEDS2018A選民對三位候選人的投票選擇與平均分數 

偏好排序 人數 投票選擇 投票平均分數 

丁 > 柯 > 姚 119 
113丁 

6柯 

7.0 > 4.5 > 2.1 

7.2 > 5.5 > 4.0 

丁 > 姚 > 柯 53 
51丁 

2姚 

6.8> 3.9 > 1.7 

5.0 > 4.0 > 1.5 

柯 > 丁 > 姚 137 
112柯 

25丁 

7.3 > 4.5 > 2.4 

6.2 > 4.8 > 2.9 

柯 > 姚 > 丁 92 
84柯 

8姚 

7.2 > 3.9 > 1.7 

6.9 > 5.1 > 2.3 

姚 > 丁 > 柯 30 
27姚 

3丁 

6.9 > 4.1> 1.6 

3.6 > 2.3 > 0.7 

姚 > 柯 > 丁 42 
39姚 

3柯 

7.1 > 4.1> 1.5 

5.0 > 3.7 > 1.3 

 

 那選民是如何在第一與第二偏好之間做選擇呢？表三最右欄的平均分數中，可以看

出只要選擇第二偏好的選民，平均而言都認為第一偏好的分數比較低，而且第一與第二篇

好的分數比較接近。假如使用 t-test 進行檢定，選民對於第一偏好的分數，選擇第一偏好

跟第二偏好具有顯著差異（7.13 比 6.15，p = 0.001）。選民對於第二偏好的分數，選擇第

一偏好跟第二偏好沒有差異（4.25比 4.68，p = 0.14）。 

  最後，選擇第一偏好的選民，平均而言第一跟第二偏好的偏好差距為 2.87 分。但選

擇第二偏好的選民，平均而言第一跟第二偏好的偏好差距為 1.47 分。兩群選民的偏好差

距之間具顯著差異（p < 0.001）。因此，就表三的結果來說，台北市選民會選擇策略投票，

並不是因為第二順位比較好，而主要是因為第一順位實在不夠好，而且第一跟第二順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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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差距不大，降低了對第一順位的忠誠度，因此有了投給第二順位的動機。整體來說，表

三的結果支持本文的假設二。 

 

候選人勝選機率與策略投票 

  假如對候選人的偏好程度影響了這次台北市選民策略投票，那他們是否有把各候選人

的勝選機率納入考量呢？ 

  首先，從全體資料來看，覺得第一偏好最可能當選的選民共 314位，其中 288位投給

第一偏好(91.7%)。覺得第一偏好不是最可能當選的選民共 133位，其中 116位投給第一偏

好(87.2%)。卡方檢定結果 p 值為 0.14，並不顯著。考量到格子內樣本數較少，經 Yate’s 

Correction 後 p 值為 0.19，仍然不顯著。光從這點來看，這次民眾投票並未把第一偏好的

當選機率納入主要考慮，只要喜歡就投、不喜歡就不投，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一。 

  選民假如不以勝率來決定策略投票，那選民到底知不知道各候選人的勝率？表四呈現

了各種偏好排序下的選民對於第一偏好的勝選預期以及對應的投票狀況。從表四來看，可

以看出丁守中以及柯文哲的支持者，都大多認為自己最偏好的候選人會勝選。而姚文智的

支持者，則大多數知道姚文智不會勝選。從這個差異來看，我們可以推估選民確實知道各

候選人的勝選機率的，而非憑空亂猜或隨意回答問卷(Zaller 1992)。雖然覺得姚文智會勝

選的 17位選民，百分之百都投給了姚文智，但 51位覺得姚文智不會當選的姚文智支持者，

有 43位仍選擇投給姚文智(84.0%)。 

  不過，姚文智支持者的狀況也並非特例。在第一偏好為丁守中與柯文哲的選民之中，

同樣有 88位覺得自己第一偏好不會當選，但有 73位仍投給自己最偏好的候選人(83.0%)。

假如我們使用卡方檢定，依變數為是否策略投票、自變數為三位候選人，卡方檢定結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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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顯著（p = 0.89），代表說最偏好姚文智的選民，並沒有比偏好另兩位候選人的選民更

傾向策略投票。 

因此，相對來說，姚文智的支持者並沒有更傾向策略投票，甚至也沒有因為姚文智

支持者認知到姚文智當選無望而更傾向策略投票。同時，另兩位主要候選人的支持者也沒

有因為預期勝率而更傾向改變投票選擇，至少統計上並不顯著。大多數的姚文智支持者在

知道勝選機率的狀況下仍選擇支持姚文智，而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也相同。從表三來看，

這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最愛的評分遠高於其他兩位候選人，因此失去策略投票的誘因。整

體來說，本小結以及表四的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一。 

表四、TEDS2018A選民對三位候選人的投票選擇與獲勝機率 

偏好排序 勝選預期 預期與投票(第一:非) 

丁 > 柯 > 姚 
第一 65 

非第一 46 

62:3 

42:4 

丁 > 姚 > 柯 
第一 42 

非第一 11 

41:1 

8:3 

柯 > 丁 > 姚 
第一 110 

非第一 22 

94: 16 

15:7 

柯 > 姚 > 丁 
第一 80 

非第一 9 

74: 6 

8:1 

姚 > 丁 > 柯 
第一 7 

非第一 21 

7:0 

17:4 

姚 > 柯 > 丁 
第一 10 

非第一 30 

10:0 

26:4 

 

策略投票迴歸模型 

  假如要同時考慮候選人偏好以及候選人勝率，使用列連表會碰上格數過多、每個格子

內樣本數過少的問題，而無法有效分析。因此，本部分使用迴歸模型分析影響台北市民策

略投票的因素。在迴歸模型中，依照前面表二至表四的研究結果，本文將使用三種不同的

模型。第一種模型放入選民對三個順位候選人的偏好，以及第一偏好是否勝率最高的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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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勝率最高的二分變數可以用來驗證本文的假設一，而第一偏好以及第二偏好的估計

數字可以用來驗證假設二。依照假設二，我們預期第一偏好的係數為負，第二偏好的係數

為正。 

  第二種模型，則放入對第一順位候選人的偏好、第一偏好及第二偏好之間的差異。一、

二偏好之間的差異，測量方式是直接把選民對前兩位候選人的偏好程度相減（Abramson 

et al. 2010）。一、二差異也可以用來驗證假設二。 

  第三種模型，則是在基於第二種模型之上，再多放入第一偏好以及一、二差距兩者的

交互作用項。在表三中，第一偏好的高低、以及一、二的差距，似乎同時影響選民投票。

因此，第三種模型的交互作用項可以用來驗證本文的假設三。本文將使這三種模型分別分

析全體選民、以及分析有較高策略投票誘因的姚文智支持者。 

  表五顯示了迴歸模型的結果，六個皆為 Logit 迴歸模型，使用 R3.1.5 進行估計。模型

一到三為使用全體樣本，四到六是僅使用姚文智支持者的樣本。模型六與模型三使用相同

的模型，但最後因為樣本過少，模型無法收斂，因此沒有結果。另一方面，模型四至六因

為樣本數過少，所以也並沒有放入控制變數。 

  從六個模型來看，影響這次台北市民是否策略投票的因素，最主要就是第一順位的偏

好程度有多高、以及一、二偏好的差距有多接近。在模型一跟四中，第一偏好偏好程度的

偏迴歸係數顯著為負，代表假如選民覺得第一偏好越好，則越不會策略投票，假如越不好，

則越會策略投票。而在模型一中，第二偏好顯著為負，但在模型二中，第一偏好不顯著，

一、二差距卻顯著為負。這結果暗示著模型一裡第一偏好的顯著性，可能其實來自於一、

二偏好的差異。換言之，假如選民對第一偏好候選人的偏好程度跟第二偏好候選人差異不

大時，選民就有可能策略投票。這個結果再次支持假設二。最後的模型五顯示了無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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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勝率都沒有影響姚文智支持者的策略投票選擇，而模型六則並未收斂。但需要特別注

意的是，模型四與五的樣本數很小，而且模型四的偏迴歸係數本身並沒有十分顯著，因此

在推論上需要謹慎。 

  然而，在全部的模型中，第一偏好的候選人是否最有可能當選，對於本次選舉中選民

是否決定策略投票並沒有顯著影響。結果再次不支持假設一。 

 

表五、解釋 2018台北市策略投票之迴歸模型 

 模型一 

(全體) 

模型二 

(全體) 

模型三 

(全體) 

模型四 

(姚) 

模型五 

(姚) 

模型六 

(姚) 

第一順位偏好 

 

-0.93*** 

(0.21) 

-0.18 

(0.12) 

-0.09 

(0.24) 
-1.09+ 

(0.65) 

-0.23 

(0.28) 

 

第二順位偏好 

 

0.66** 

(0.22) 

  0.59 

(0.70) 

  

第三順位偏好 

 

0.14 

(0.12) 

  0.32 

(0.37) 

  

一、二差距 

 

 -0.77*** 

(0.20) 

-0.36 

(0.99) 

 -0.88 

(0.63) 

 

第一順位 X 

一、二差距 

  -0.06 

(0.14) 

  Not 

Converged 

第一順位沒有勝

率最高 = 1 

0.40 

(0.35) 

0.37 

(0.35) 

0.36 

(0.35) 

-0.96 

(0.94) 

-0.87 

(0.93) 

 

年齡、性別、教

育程度 

有放入模

型控制 

有放入模

型控制 

有放入模

型控制 

   

常數 0.82 

(1.54) 

0.72 

(1.53) 

0.14 

(2.08) 

1.94 

(2.05) 

1.41 

(1.86) 

 

樣本數 444 444 444 55 55  

AIC 251.8 251.2 253.0 40.7 39.6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最後，從模型三來看，第一順位的勝率與一、二差異的交互作用項的偏迴歸係數也沒

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代表勝率以及一、二差異並沒有共同影響選民是否決定策略

投票。這個不顯著代表本文的研究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三。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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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析 2018 年台北市長選舉中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為。TEDS2018A 的分析結果顯

示，台北市民在這次選舉中的策略投票行為，主要是來自於對於候選人偏好的高低所驅動

的，而並不是考慮候選人的獲勝機會。只要台北市民主觀上覺得第一偏好的表現並沒有那

麼好，或者第一跟第二偏好差距不大的話，就有可能進行策略投票，這並沒有區分是否是

姚文智的支持者都是如此。反過來說，就算是姚文智的支持者，在本次選戰結構下極大化

策略投票的成功機率，但因為這些選民大多覺得第一偏好姚文智的偏好程度遠大於其他兩

位候選人，因此最後仍然選擇誠實投票，即使知道這樣一定會輸。從統計結果來看，2018

年台北市長選舉只支持本文的假設二，而並沒有支持考慮勝率的假設一以及假設三。 

  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姚文智的支持者，與其他兩位候選人的支持者一樣，主要都

是看對三位候選人的偏好程度來決定是否要投給其他候選人，勝選機率並非主要考慮因素。

換言之，即使這些選民在邊開票邊投票時獲得更準確的勝率資訊，他們可能也沒有把這勝

率資訊納入策略投票的參考。但這份資料畢竟為選後問卷，選民已經沒有經歷選舉過程中

的心理壓力，而且在回答支持者上有偏向勝選者的偏差（bias），因此在真的經歷一邊開

票、一邊投票時有無改變投票行為，仍需進一步探究。 

  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解釋了政黨推動政治兩極化的動機。台灣近年來政治

兩極化加大，主要來自於兩黨溫和派選民的離去(Wang 2020)。當把政治兩極化後，就更

有可能讓選民主觀上給予其他候選人較低的分數，使得民眾降低策略投票的意願，達到穩

定政黨基本盤的效果。這樣穩定基本盤可能會導致溫和派支持者離去，而給予中間派的候

選人出頭的機會，例如本次選舉時仍是無黨籍的現任者柯文哲。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

預期泛藍或泛綠的候選人，會努力把柯文哲朝反方向推去，讓選民認為這中間派候選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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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站在一起，進而減低策略投票給中間派的意願。未來可以繼續驗證這樣的策略是否存

在於本次選舉。 

  除此之外，就此觀之，這一次台北市長選舉中選民的策略投票行為，可能更接近抗議

投票(protest voting)。抗議投票的定義雖然在學界毫無共識(Á lvarez et al. 2018)，過去研究

有時把投給極端小黨、不投票、故意投廢票都視為是抗議投票的一種。本文這裡所指的抗

議投票比較接近 Kselman and Niou (2011)模型中的定義：「刻意不投最偏好的候選人而選

擇其他候選人，希望給最偏好的候選人一個信號(signal)，讓最偏好的候選人可以警惕並

在未來改善」。這個抗議投票的定義，可以解釋本文所發現的民眾會在第一偏好分數低、

一、二接近時就轉投第二名，而且無視各候選人的勝率行動。因為對最偏好的候選人實在

不夠滿意，又覺得第二名勉強可以接受，那麼就轉投第二名，讓第一名或其所屬政黨知道

下次要改善。當然，本文的資料呈現只顯示了這次台北市長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為部分跟抗

議投票理論的預測接近，無法證明這些選民本身正在執行抗議投票。 

  最後，本研究還存在許多研究限制。第一，本研究使用的 TEDS2018A 是屬於選後面

訪問卷，因此如同前面所提，姚文智的支持者會因為落敗而傾向拒訪，或假裝自己是勝選

方，因此可能造成這次研究結果的系統性偏誤。第二，為求簡潔，本文並未把「不投票」

納入考量，但姚文智的支持者可能因為知道勝率低就選擇不去投票、而不投票也是抗議投

票的一種形式(Á lvarez et al. 2018)。因此未來需要進一步把不投票納入分析，如有餘力，

也可以將投給另外兩位無黨候選人的選民也納入討論。第三，本文為了符合策略投票的基

本假設，預先刪除了不投票的樣本、並未回答完整的樣本、以及偏好排序並不完整的樣本，

而這使得最後進入迴歸分析時樣本數僅剩下 444 人，離原本整份問卷的 1130 人有不小的

落差，而被刪除的樣本本身雖然無法用策略投票與否來判斷，其投票行為與動機仍有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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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究的必要。第四，本文雖有提及，但在計算上並未考慮這次選舉因選務瑕疵而造成的

一邊開票、一邊投票的現象。根據理論，這樣的現象應該會加劇策略投票的動機，只是我

們在這次研究中並沒有特別發現策略投票動機因此系統性提高的證據。假如未來資料整理

或合併上，有辦法區隔出有實際經歷過邊開票邊投票的受訪者，那麼就更能實際驗證這延

後投票到底造成多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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